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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产生中音节频率效应的认知机制：跨语言视角* 

潘家冰  张清芳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口语词汇产生过程中, 音节频率效应(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指的是高频音节相对于低频音节的

加工优势。综述了言语产生过程中音节频率效应的表现形式和理论基础, 从影响因素、发生阶段和神经机制

等角度阐述了印欧语系和汉语中音节频率效应的跨语言差异。基于口语产生的理论模型和合适单元假说, 结

合不同语言的固有特性, 分析了音节频率效应存在跨语言差异的原因, 提出了一个有关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

音节作用机制的模型, 为音节在汉语和字母语言口语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应进一步探究

音节频率的两种测量方式对音节频率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 加强对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音节频率效应的

考察, 利用多种实验技术和范式深入探讨言语产生过程中音节加工的跨语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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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言语产生在人类沟通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指将思想转化为言语, 并利用发音器官进行表

达的心理过程, 包含三个认知加工阶段：一是概

念准备, 即讲话者明确自己想要用言语表达的概

念和内容; 二是言语组织, 即对概念进行组织并

转换为相应的语言形式; 三是发音运动, 即通过

声带肌肉运动进行发音输出(Levelt et al., 1999)。

根据言语产生的 WEAVER++ (Word-form Encoding 

by Activation and Verification++, Levelt et al., 1999)

模型 , 言语组织即词汇通达(lexical access)阶段 , 

包括了词汇选择(lexical selection)、词素音位编码

(morphological encoding)和音韵编码(phonological 

encoding)阶段。讲话者在音韵编码阶段根据词素

提 取 音 段 和 节 律 信 息 , 并 通 过 音 节 化 过 程

(syllabification)将音段以严格的顺序插入节律框

架中; 之后进行语音编码(phonetic encoding), 提

取音节的发音运动程序并为发音输出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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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对于音节在口语词汇产生中的作用机制

存在争议。 

音节是受具体语言结构和语义制约的自然发

音单元(张清芳, 2005)。在言语产生过程中, 音节

加工的认知机制和时间进程存在跨语言差异。已

有研究在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观察到了稳定的音

节启动效应(syllable priming effect), 即启动刺激

和目标刺激具有音节重叠时命名潜伏期更短。研

究者认为这一效应表明音节在词汇选择后首先被

提取, 是音韵编码阶段重要的功能单元(Cai et al., 

2020; Chen et al., 2002, 2016; Feng et al., 2019; 

Zhang & Damian, 2019; 蒋宇宸 等, 2020; 张清芳, 

王雪娇, 2020)。而对于英语、荷兰语等印欧语系

语言, 人们对音节的通达和加工主要发生在语音

编码阶段, 表现为音节频率效应(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 Bürki et al., 2015; Cholin, 2008; Laganaro & 

Alario, 2006), 在图画命名或词汇朗读过程中, 高

音节频率词语的命名潜伏期更短。目前, 尽管言

语产生过程中的音节频率效应已在不同语言当中

得到了大量验证(例如 Croot et al., 2017; Laganaro 

& Alario, 2006; Levelt & Wheeldon, 1994; 杨群, 

张清芳, 2015), 但缺乏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系统

论述和跨语言比较。本文综述和比较印欧语系和

汉语中音节频率效应的认知加工机制, 以深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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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言语产生过程中音节频率效应的跨语言差异。

下面我们首先介绍有关音节频率的测量方式, 然

后分别阐述印欧语系和汉语口语产生中音节频率

效应的认知机制及相关理论。 

2  音节频率的测量: 类型频率和实例频率 

音 节 频 率 的 测 量 与 音 节 邻 近 项 (syllabic 

neighbours)密切相关。在字母语言中, 音节邻近项

广义上是指无论音节在哪个位置, 相同位置上共

享同一个音节的所有词(Perea & Carreiras, 1998), 

狭义上是指仅在首音节上具有相同音节的所有词

(Chetail & Mathey, 2011), 例如西班牙语词 casa 

(意思为“房子”, 下同)、caro (“昂贵的”)、caja (“盒

子”)和 cama (“床”)等互为音节邻近项(见 Perea & 

Carreiras, 1998)。汉语作为声调语言, 存在大量的

同音字和近音字(端木三, 2021; 史有为, 2019; 朱

晓农, 2019), 汉语中的音节邻近项是指音节相同

的所有单字(不考虑声调)。音节频率通常存在两种

测量方式：音节邻近项个数和音节邻近项累计词

频 , 前者被称为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 即目

标音节所拥有的全部音节邻近项的数量; 后者被

称为实例频率(token frequency), 是将该音节的所

有音节邻近项的词频进行算数求和(Conrad et al., 

2008)。例如 , 汉语音节/shua/的音节邻近项包括

“刷” “唰”和“耍”, 根据汉语词频库 SUBTLEX- 

CH (Cai & Brysbaert, 2010)提供的词频, 三者的词

频分别为 16.4 次/百万、0.21 次/百万和 54.37 次/

百万, 因此, 音节/shua/的类型频率为 3, 实例频

率为 70.98 次/百万。 

已有多数研究仅考虑了音节的实例频率(例

如 Bürki et al., 2015; Carreiras & Perea, 2004; 

Conrad et al., 2006; Croot et al., 2017; Farrell & 

Abrams, 2014; Hutzler et al., 2005; Laganaro & 

Alario, 2006; Perea & Carreiras, 1998; Stenneken  

et al., 2007), 同时测量了两种音节频率的研究很

少, 且本质上仍未真正区分二者所产生的效应。

研究者同时测量了两种音节频率, 但目的仅在于

选取两种频率值具有可比性的音节作为实验材料, 

以确保高频音节同时具有较高的实例频率和类型

频率, 低频音节同时具有较低的实例频率和类型

频率, 而没有探讨这两种音节频率的效应是否有

所不同(Cholin et al., 2006, 2011; Cholin & Levelt, 

2009)。单词的实例频率和类型频率具有紧密的联

系 , 研究中很难对这两个变量进行独立的操纵

(Conrad et al., 2008; Miguel-Abella et al., 2022), 

难以对音节频率效应进行明确归因。Conrad 等人

(2008)认为这两种音节频率在不同的加工水平上

起作用：音节邻近项累计词频容易受到词频极高

的音节邻近项的影响, 反映词汇水平上各音节邻

近项和目标词之间的竞争, 倾向于在词汇选择过

程中产生抑制效应; 相比之下, 音节邻近项个数

能够更好地反映亚词汇水平上音节表征本身的使

用频率和典型性。Kwon (2014)采用韩语词汇朗读

任务来检验上述观点。作为一种表音文字, 韩语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类似, 其正字法深度较浅, 词

汇朗读过程更多依赖拼读规则直接通达音节表征, 

而较少依赖词汇水平的信息, 因此预期对音节表

征敏感的类型频率会表现出促进效应, 而对词汇

水平敏感的实例频率不存在任何效应。结果发现

类型频率和实例频率都表现出了促进效应, 因此

研究者认为二者均可以反映讲话者在亚词汇水平

上对音节表征本身的加工。两种测量方式可能产

生不同方向的效应, 这提示研究者两类测量方式

影响口语词汇产生过程的机制是不同的。 

3  印欧语系中音节频率效应的认知机制 

采用图画命名、词汇朗读或符号−词汇联想命

名任务 , 研究者发现与命名低音节频率词相比 , 

高音节频率词的命名潜伏期更短, 即出现了音节

频率效应(Cholin, 2008; Laganaro & Alario, 2006; 

Levelt & Wheeldon, 1994)。言语产生过程中的音

节频率效应已在英语(Cholin et al., 2011; Croot et al., 

2017; Macizo & Van Petten, 2007)、法语(Laganaro 

& Alario, 2006; Perret et al., 2014)、荷兰语(Cholin 

et al., 2006; Cholin & Levelt, 2009; den Hollander 

et al., 2019; Levelt & Wheeldon, 1994)、西班牙语

(Carreiras & Perea, 2004; Onochie-Quintanilla et al., 

2019; Perea & Carreiras, 1998)和德语(Conrad et al., 

2006; Hutzler et al., 2005)等印欧语系语言中得到

了重复验证。 

3.1  音节频率效应的表现形式和发生阶段 

目前, 考察印欧语系言语产生过程的大多数

研究发现了音节实例频率的促进效应(例如 Bürki 

et al., 2015; Carreiras & Perea, 2004; Cholin et al., 

2011; Conrad et al., 2006; Croot et al., 2017; Laganaro 

& Alario, 2006; Perea & Carreiras, 1998), 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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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研究报告了实例频率的抑制效应 (Carreiras  

et al., 1993; Conrad et al., 2006; Farrell & Abrams, 

2014; Hutzler et al., 2005)或无任何效应(Hutzler  

et al., 2005; Stenneken et al., 2007)。音节频率对言

语产生过程不同方向的影响可能源于其对言语产

生过程的两个加工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Conrad 

et al., 2006; Hutzler et al., 2005; Perea & Carreiras, 

1998)：在词汇通达中的词汇选择阶段, 高音节频

率词由于拥有更多的音节邻近项, 能够激活更大

的初始候选词群, 且该词群更有可能包含高频词, 

这些激活的词汇节点之间相互竞争并干扰目标词

的通达, 故表现为抑制效应; 而在语音编码阶段, 

讲话者从心理音节表(mental syllabary)中提取音

节的发音运动程序。心理音节表是一个音节存储

库, 包括抽象的音韵音节(phonological syllable)和

语境相关的语音音节(phonetic syllable), 后者即

音节的发音运动程序。在语音编码阶段, 音韵音

节作为心理音节表的输入信号, 映射到其中存储

的发音运动程序, 激活的发音运动程序将会从心

理音节表中输出, 进一步传输到发音系统以完成

发音(Bürki et al., 2015; Cholin, 2008; Levelt, 1993; 

Levelt & Wheeldon, 1994)。由于高频音节的发音

运动程序能够更快地从心理音节表中提取出来 , 

使讲话者在构建高音节频率词的语音输出时更加

容易, 故表现为促进效应(见图 1a)。研究者通过让

被试出声重复听到的单词 , 发现音位配列概率

(probabilistic phonotactics, 即音段和音段序列的

频率)促进了亚词汇水平的加工, 而相似性邻域密

度(similarity-neighborhood density, 即音韵邻近项

累计词频)产生了抑制效应, 这可能是由词汇水平

上音韵邻近项(即由一个音素替换、添加或删除得

到的词)之间竞争导致的(Vitevitch & Luce, 1998; 

1999)。因此, 在言语产生过程中与音韵信息相关

的效应中, 促进效应可能反映了词汇和亚词汇水

平上由音韵表征本身特性导致的加工优势, 而抑

制效应则源于词汇水平上激活词条之间的竞争。 

研究者在词汇判断任务中通常观察到音节频

率的抑制效应(实例频率：Carreiras et al., 1993; 

Conrad et al., 2006, 2007, 2008; Conrad & Jacobs, 

2004; 类型频率：Álvarez et al., 2001), 在假词命

名任务中则通常观察到音节频率的促进效应(实

例频率：Carreiras & Perea, 2004; Cholin et al., 

2006, 2011; Conrad et al., 2006; Croot et al., 2017), 

为口语词汇产生中音节频率的抑制效应和促进效

应分别发生在词汇选择和词汇选择后的加工阶段

(包括音韵编码和语音编码)提供了支持证据。词汇 
 

 
 

图 1  (a)印欧语系和(b)汉语口语词汇产生过程中的音节频率效应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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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任务要求人们判断刺激是真词还是假词, 所

涉及的加工过程并不包含语音输出阶段, 音节频

率主要在词汇选择阶段起抑制作用。与低频音节

相比, 高音节频率的音节邻近项会产生较强的激

活, 与目标词之间形成竞争, 干扰了目标词的真

假词判断, 出现了音节频率的抑制效应; 而假词

命名任务涉及的加工过程则不包含词汇选择阶段, 

因此音节频率主要在音韵编码、语音编码阶段起

作用, 高频音节相对于低频音节有提取优势 , 产

生了促进作用。Hutzler 等人(2005)在真词命名任

务中并未观察到音节频率效应, 他们认为没有发

现音节频率效应可能是由于音节频率对词汇选择

的抑制作用和对语音输出的促进作用具有相等大

小的强度, 在反应时的结果上产生了相互抵消。

在言语产生过程中, 高低频音节对词汇选择的抑

制作用和对语音输出的促进作用之间的相互权衡

共同决定了音节频率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 

根据口语词汇产生过程的 WEAVER++模型, 

在音韵编码阶段讲话者首先提取音段和节律信息, 

然后通过音节化过程构建音节结构, 并在语音编

码阶段进一步提取音节的发音运动程序 (Levelt  

et al., 1999)。对于音节频率所表现出来的促进效

应, 已有研究对其发生在音韵编码还是语音编码

阶段存在争论。研究者主要采用了两种研究思路：

一种研究思路是基于相加因素法 (additive-factor 

method, Sternberg, 1969), 检验音节频率与其他语

言因素的效应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Cholin 和

Levelt (2009)采用内隐启动范式观察到荷兰语音

节准备效应和音节频率效应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由于音节准备效应包含了单词形式编码的所有加

工阶段(即词素音位编码、音韵编码和语音编码), 

根据相加因素法的原理, 两个因素之间存在交互

作用表明二者可能作用于序列加工过程中相同的

阶段, 因此研究者认为该结果表明心理音节表可

能位于整词通达之后的语音编码阶段。第二种研

究思路是采用包含不同口语词汇产生阶段的任务, 

通过比较包含不同阶段的任务间音节频率效应是

否出现推断其发生阶段。Laganaro 和 Alario (2006)

采用即时命名任务、延时命名任务以及有发音抑

制的延时命名任务来考察法语口语词汇产生中音

节频率效应的发生阶段。在三种任务中, 即时命

名任务包含从概念化到发音的全部言语产生过程; 

延时命名任务并不要求被试在看到图片后立刻命

名, 而是只有当屏幕上出现提示符时才开始出声

命名, 在发音前被试已经完成了对目标词的音韵

编码和语音编码, 当提示线索出现时执行已经准

备好的发音运动程序即可, 因此该任务的命名潜

伏期仅反映了发音阶段的加工; 有发音抑制的延

时命名任务则要求被试在图片出现后一直出声重

复某个特定语音(例如/da/), 当看到提示符时立即

停止并完成图片命名。由于重复发音将占用讲话

者的发音环路(articulatory loop, Baddeley et al., 

1984)并阻断对目标词的语音编码, 因此提示符出

现后所测量的命名潜伏期反映了语音编码和发音

两个阶段的加工。研究者在即时命名任务以及有

发音抑制的延时命名任务中均观察到了音节频率

效应, 而在延时命名任务中未观察到。即时命名

和有发音抑制的延时命名任务中均包括语音编码

过程, 而延时命名任务中未包括, 任务之间的对

比结果表明音节频率效应发生在语音编码阶段。

然而, Croot 等人(2017)采用类似的实验设计来考

察英语口语词汇产生时, 仅在即时命名任务中发

现了音节频率效应。根据上述实验任务间的对比, 

该结果表明音节频率效应并不发生在语音编码和

发音阶段, 而是可能发生在音韵编码阶段。Croot

等(2017)指出音节频率效应也有可能出现在语音

编码阶段, 只是效应比较微弱而未能在有发音抑

制的延时命名任务中检测到。 

高时间分辨率的技术能够精细地考察到音节

频率效应发生的时间进程。Bürki 等人(2015)利用

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发现, 法语高频音节和新异音

节(音节频率为 0)之间诱发的波幅差异出现在发

音前的 180~160 ms 以及 115~100 ms。口语词汇产

生过程中与该时间窗相对应的加工阶段是语音编

码(Indefrey, 2011; Laganaro et al., 2013), 脑电研

究的发现表明音节频率效应发生在语音编码阶

段。综上所述, 多数研究证据支持印欧语系中的

音节频率效应发生在语音编码阶段, 但目前也并

不能排除音节频率效应发生在音韵编码阶段的可

能性。音节频率的促进效应可能出现在音韵编码

或(和)语音编码阶段, 尽管英语和法语同属于印

欧语系, 然而其语言系统中词汇和音韵之间的关

系也存在差异, 跨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口

语词汇产生中音节频率效应的认知机制。 

除此之外, 研究者也关注了音节的位置特征

对印欧语系言语产生中音节频率效应的影响。对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168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1 卷 

 

 

于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 音节的位置频率(positional 

frequency)是指音节在单词中的特定位置上所出

现的次数(以词频加权, Carreiras & Perea, 2004; 

Perea & Carreiras, 1998), 或同一位置上包含该音

节的所有单词的累计词频(Farrell & Abrams, 2014; 

Hutzler et al., 2005)。研究发现排除双音节词重音

分配模式的潜在影响后, 音节的位置会影响音节

频率效应的有无, 但已有研究结果仍存在争议。

Levelt 和 Wheeldon (1994)在荷兰语双音节真词的

命名中仅观察到了第二音节的频率效应, 研究者

认为只有当单词中全部音节都完成语音编码后才

会输出发音, 因此先提取出的高频首音节在加工

速度上的优势变得不明显。然而也有研究在西班

牙语(Carreiras & Perea, 2004)和荷兰语(Cholin et 

al., 2006)的双音节假词命名中仅观察到了首音节

频率效应, 表明当首音节的语音编码完成后就可

以立刻开始发音, 即对首音节进行发音输出的同

时检索提取第二音节, 因此在快速的命名任务中

第二音节对频率操纵不敏感。Cholin 等人(2011)

提出上述研究之间讲话者采取不同语音检索策略

的原因可能在于实验材料的词汇性。在真词口语

产生中, 人们会在整个单词完成语音编码后才开

始发音以正确地传达单词意义, 而对于假词没有

传达意义的要求, 人们只需要发音即可。也有针

对英语双音节词命名的研究同时发现了首音节和

第二音节的频率效应 (假词命名：Cholin et al., 

2011; 真词命名：Macizo & Van Petten, 2007), 反

映了英语母语者在语音编码和发音的界面上可能

具有更大的计划广度。Cholin 等(2011)提出音节边

界的清晰性会影响不同语言的发音计划广度：与

英语相比, 荷兰语和西班牙语的音节边界相对清

晰, 讲话者能够较早地检测到音节边界, 音节化

过程以及通达心理音节表的速度也较快。在快速

命名任务中, 荷兰语和西班牙语的讲话者倾向于

采用音节大小的发音计划广度, 而英语中音节边

界相对模糊, 检测到音节边界较为困难, 讲话者

倾向于采用跨音节边界的、多音节的发音计划广

度。多音节词汇产生中不同位置上的音节是否表

现出频率效应, 不仅与讲话者在命名真词和假词

时依赖不同的语音检索策略有关, 而且与发音计

划广度的跨语言差异有关。 

3.2  音节频率促进效应的认知机制：理论观点 

研究者对于口语产生中音节频率促进效应的

发生机制存在争论 , 提出了心理音节表理论

(mental syllabary theory, Levelt, 1993)、混合模型

(mixed model, Levelt & Wheeldon, 1994)和双通路

模型(dual-route model, Varley & Whiteside, 2001; 

Whiteside & Varley, 1998)。 

Levelt (1993)提出了心理音节表理论(mental 

syllabary theory)来解释字母语言口语词汇产生中

的音节频率促进效应。根据该理论, 音节频率效

应源于讲话者直接提取心理音节表中存储的发音

运动程序, 由于高频音节比低频音节能够更快地

通达心理音节表, 因此个体对高音节频率词语的

命名更快(Cholin et al., 2006; Cholin & Levelt, 

2009; Ferrand et al., 1996; Levelt et al., 1999)。心理

音节表理论的意义在于提取音节的高效性, 由于

大多数音节是多次使用的发音单元, 若每次使用

时都重新计算其完整的发音运动程序会非常浪费

加工资源(Levelt, 1993), 而通过直接提取存储在

心理音节表中的发音运动程序, 将大大减少言语

产生系统的计算负荷并有助于快速流畅地发音

(Carreiras & Perea, 2004; Cholin, 2008; Hagoort  

et al., 1999)。 

Levelt 和 Wheeldon (1994)通过荷兰语口语词

汇产生中的音节频率效应验证了心理音节表理论, 

同时他们指出讲话者可以正确读出由不存在的音

节组成但音韵结构符合规则的假词(例如 fliltirp)。

心理音节表中实际并未存储这种不存在的音节

(即新异音节), 因此讲话者无法通达心理音节表

来提取其发音运动程序, 对新异音节的加工可能

依赖于其他机制。因此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混合模

型(mixed model), 假设在心理音节表中存在直接

提取音节和在线计算音节两种加工方式：新异音

节和极低频音节采取在线计算的方式, 常用的高

频音节则存储在心理音节表中直接提取 (同见

Bürki, 2018)。音节频率促进效应源于直接提取高

频音节的速度快于在线计算低频音节的速度。

Ferrand 等人(1996)以法语中的音节数量为例, 指

出并非所有音节都存储在心理音节表中, 语言中

潜在的新异音节可能是通过在线即时组装而来

的：法语中实际存在大约 6000 个音节, 若同时纳

入其他不符合法语单词形式规则但仍然遵循法语

发音规则的潜在音节 (例如 /kmƐlu/)则可能多达

33600 个, 讲话者没有必要在心理音节表中存储

如此大量的音节, 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对符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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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规则的新异音节产生正确发音。正如在语音习

得过程的早期, 所有音节都相当于新异音节, 讲

话者是在习得过程中依据语言使用经验才逐步形

成从心理音节表中提取音节的加工机制。 

语音编码的双通路模型 (dual-route model, 

Varley & Whiteside, 2001; Whiteside & Varley, 1998)

同样认为高频音节和低频音节依赖于不同的加工

机制：高频音节通过直接通路从心理音节表中进

行提取, 低频音节通过间接通路在线组装音段形

成 (同见 Cholin, 2008; Cholin & Levelt, 2009; 

Hagoort et al., 1999; Tremblay et al., 2018)。来自首

音段替换错误的证据支持了音段在线组装成音节

的观点：在连续语流中两个单词的首音段被交换

位置(例如 car park 被错误发音为/pa: ka:k/), 这是

由于音段在分配给音节框架对应槽的过程中出现

了错误, 表明音段可以作为言语组装过程中的独

立表征单元(Varley & Whiteside, 2001)。双通路模

型进一步假设音节的提取与其静息激活水平

(resting activation level)有关, 高频音节的静息激

活水平较高, 从心理音节表中进行选择和提取出

来的阈值较低(Bürki et al., 2015), 因此直接提取

高频音节要比在线组装低频音节更容易。作为对

心理音节表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混合模型和双通

路模型同样预测讲话者对高音节频率词的命名快

于低频音节, 表现为促进效应, 但促进效应出现

的认知机制是不同的。 

3.3  音节频率效应的神经机制 

近年来, 神经影像学研究利用多种成像技术

考察了印欧语系中音节频率效应的神经机制。基

于混合模型和双通路模型的观点, 高频音节和低

频音节的发音运动程序与不同的认知加工机制相

关联, 因此在产生不同频率的音节时, 大脑的激

活模式可能不同。Hagoort 等人(1999)利用 PET 技

术考察了德语母语者对真词(包含更多高频音节)

和假词(包含更多低频音节)的默读和出声朗读过

程, 由于该研究混淆了刺激的音节频率和词汇性, 

因此研究者仅推测辅助运动区可能参与了高频音

节通达心理音节表的过程, 而左内侧前运动皮层

可能参与了低频音节的在线组装过程。 

已有利用 fMRI 技术的研究发现, 低频音节

相比于高频音节能够引起更加强烈的脑区激活 , 

而相反方向的对比中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明产

生低频音节需要更高的加工成本 (Bürki et al., 

2015)。例如, Carreiras 等人(2006)在西班牙语词汇

朗读任务中发现, 低音节频率词相比于高音节频

率词显著激活了左侧前脑岛, 而高音节频率词与

低音节频率词相比则没有引起特定脑区的显著激

活, 研究者指出低频音节引起的激活更强可能与

其通达存储的运动程序的速度更慢有关, 而高频

音节则能够促进发音运动的计划过程, 支持了心

理音节表理论的观点。类似地, Papoutsi 等人(2009)

要求英语母语者听音节频率不同的假词并在 6 秒

的延迟后重复它们, 结果发现低音节频率词显著

激活了前运动皮层中的背侧中央前回、双侧额下

回和辅助运动区, 而高音节频率条件与低音节频

率条件相比同样没有观察到显著激活的脑区。然

而, 上述研究所发现的高频音节和低频音节在脑

区激活程度上的差异无法证明二者的加工是由不

同脑区控制的, 虽然高频音节与低频音节相比没

有诱发特定脑区的激活, 但二者仍可能存在神经

网络上的差异 , 只是差异发生的时间窗口太窄 , 

无法用 fMRI 等低时间分辨率的成像技术检测到。

进一步地, Bürki 等人(2015)采用 ERP 技术考察了

包含高频、低频和新异音节的法语假词命名, 结

果显示在发音开始前的 170~100 ms 左右, 高频和

低频/新异音节之间的 ERPs 波幅和整体地形模式

上出现了差异, 而后两类音节具有相同且稳定的

电生理模式, 表明个体在产生高频音节和低频/新

异音节时依赖不同的神经机制, 而在产生低频音

节和新异音节时依赖相似的神经机制。研究者认

为该结果反映了高频音节的加工优势可能是源于

其发音运动程序存储在心理音节表中, 而低频音

节的加工机制则类似于新异音节, 其发音运动程

序是通过在线组装的方式生成的, 为音节频率的

双通路模型提供了支持证据(Bürki et al., 2015)。 

4  汉语中音节频率效应的认知机制 

4.1  音节在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声调语言和非拼音文字, 汉语和字

母语言的语言特点存在很大差异。字母语言不仅

音节数量众多(例如荷兰语和英语中均存在超过

12000 个音节), 而且存在模糊音节和重新音节化

(resyllabification)现象, 即连续语流中前一词的词

尾辅音可以跨越词汇边界与后一词的词首元音重

新组合成音节(Levelt et al., 1999)。与字母语言不

同, 汉语中音节数量很少, 不考虑声调大约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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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个, 即使考虑声调也仅有 1200 个左右, 且汉

语中音节之间界限清晰, 不存在重新音节化的现

象(张清芳, 杨玉芳, 2005)。因此, 在音韵编码阶

段, 汉语母语者可以直接从心理词典中提取整个

音节(O’ Seaghdha et al., 2010; 蒋宇宸 等, 2020; 

张清芳, 王雪娇, 2020)。 

音节在口语词汇产生中的作用存在跨语言差

异。对于印欧语系的语言, 音韵编码阶段首先提

取的加工单元是音素(Alario et al., 2007; Damian 

& Bowers, 2003; Damian & Dumay, 2007; Jacobs & 

Dell, 2014; Meyer, 1991; Schiller, 2008)。音素

(phoneme)是能够区分意义的最小语音单元, 分为

元 音 和 辅 音 (Clark & Yallop, 1995) 。 根 据

WEAVER++模型, 讲话者随后通过音节化过程来

构建音节(Levelt et al., 1999), 完成语音编码。在

汉语中, 采用内隐启动范式(Chen et al., 2002)、掩

蔽启动范式(Chen et al., 2016; You et al., 2012)和

图词干扰范式(岳源 , 张清芳 , 2015; 张清芳 , 杨

玉芳, 2005)等, 大量研究发现音节是汉语口语产

生过程中的音韵编码单元。有研究利用 ERP 技术

比较音节效应和音素效应的时间进程, 结果发现

汉语口语产生中音节的提取早于音素, 音节在音

韵编码阶段发挥作用, 而音素效应主要出现在音

韵编码阶段的晚期或语音编码阶段 (Cai et al., 

2020; Feng et al., 2019; Zhang & Damian, 2019; 张

清芳, 王雪娇, 2020); 但也有研究在音韵编码和

语音编码两个阶段均观察到了音节效应(Wang et 

al., 2017)。特别地, 蒋宇宸等人(2020)通过时频分

析发现在音韵编码阶段出现了音节效应而非音素

效应的 θ 频段能量变化, 从神经振荡的角度证实

了音节是汉语口语产生过程中的音韵编码单元。

近年来, 尽管有研究发现音素在汉语口语产生的

音韵编码阶段也会激活(Qu et al., 2012, 2020; Yu 

et al., 2014), 但目前有关汉语音素加工方面的证

据相对较少且存在争议(屈青青 等, 2018), 已有

研究主要证实了音节在汉语音韵编码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印欧语系和汉语中的不同研究结果, 研

究者提出了合适单元假说(proximate units principle, 

O’ Seaghdha et al., 2010)来阐述言语产生过程中

音韵编码单元的跨语言差异。合适编码单元

(proximate units)是指词素信息被激活之后最先选

择的音韵加工单元, 印欧语系中的合适编码单元

是音素, 汉语中则是音节。对于印欧语系的语言, 

首先提取完音素后需要结合节律框架进行音节化

过程, 随后在语音编码阶段从心理音节表中提取

音节的发音运动程序。与此不同的是, 汉语的音

韵编码过程中讲话者首先提取音节, 再进一步将

音节分解为音段信息(即音素或大于音素而小于

音节的音韵组合单元)和超音段信息(即声调), 然

后完成语音编码和发音过程 (见图 2)。Roelofs 

(2015)通过计算模拟的方法对该假说进行了验证。 
 

 
 

图 2  合适单元假说中汉语单音节词汇的口语产生过程 
 

4.2  音节频率效应的表现形式和发生阶段 

已有汉语音节频率效应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图

画口语命名任务, 要求讲话者用单字词(即单音节

词)对图画进行命名(例如 Zhang & Wang, 2014; 

杨群, 张清芳, 2015)。大多数研究均观察到了实例

频率的促进效应(例如 Zhang & Wang, 2014; 欧阳

明昆, 2020; 杨群, 张清芳, 2015), 而忽略了对类

型频率的考察。仅有一项研究(蒋宇宸, 2021)采用

图画命名和单字命名任务发现, 当同时操纵实例

频率和类型频率时, 在图画命名和单字命名中分

别发现了音节频率的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 当匹

配类型频率操纵实例频率时, 图画命名中的音节

频率促进效应仍然存在, 但单字命名中未发现任

何频率效应。作为典型的口语词汇产生任务, 图

画口语命名中发现的音节频率促进效应, 效应方

向与印欧语系的研究一致, 而且研究进一步发现

主要是由于实例频率的变化引起了音节频率促进

效应。而单字命名任务中不同变量操纵下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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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明音节的类型频率是引起音节频率效应的

主要因素。单字命名中音节频率的抑制效应可能

源于高音节频率词会激活更多的音节邻近项, 以

并 行 分 布 加 工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Seidenberg & McClelland, 1989)的方式相互作用

并对目标词造成干扰, 因此高音节频率词的命名

潜伏期更长(蒋宇宸, 2021)。此外, 在单字命名任

务中, 视觉呈现目标单词要求被试大声读出单词

的任务中既包括了视觉再认单词过程, 同时包括

了口语产生中的音韵编码、语音编码和发音过程。

单字命名过程中所发现的抑制效应可能是由于视

觉词汇通达阶段所产生的抑制效应与音韵编码和

语音编码过程中所产生的促进效应互相抵消后的

结果。这一发现表明音节的类型频率和实例频率

在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起不同作用, 然而目前的

研究尚不能清晰地阐述两者的具体作用。 

如前所述, 基于合适单元假说和有关汉语口

语产生中音节加工的研究成果, 汉语母语者在音

韵编码过程中提取词汇的音节信息 (Cai et al., 

2020; Feng et al., 2019; O’ Seaghdha et al., 2010; 

Zhang & Damian, 2019), 因此汉语中的音节频率

效应很有可能发生在音韵编码阶段。在行为层面

上, Zhang 和 Wang (2014)采用汉语图画命名任务

并未观察到词频和音节频率之间的交互作用, 表

明这两个因素独立影响了命名过程, 与印欧语系

中的结果(Levelt & Wheeldon, 1994)相一致。而有

研究采用图词干扰范式观察到了音节频率和音韵

相关性之间的交互作用 (欧阳明昆 , 2020; 杨群 , 

张清芳, 2015), 汉语口语产生过程中由音韵相关

性引起的音节促进效应发生在音韵编码阶段(岳

源, 张清芳, 2015), 因此该结果表明汉语中的音

节频率效应很有可能也发生在音韵编码阶段。然

而, 有研究采取了相同的图词干扰范式却未能成

功重复出上述结果, 研究者认为该结果表明汉语

口语词汇产生中的音节频率效应并不发生在音韵

编码阶段, 而是可能发生在语音编码阶段(蒋宇宸, 

2021)。在时间进程方面, 杨群(2017)借助 ERP 技

术 发 现 青 年 人 的 音 节 频 率 效 应 主 要 出 现 在

250~350 ms 之间, 根据口语词汇产生时间进程的

元分析结果 , 该时间窗对应于音韵编码过程

(Indefrey, 2011; Indefrey & Levelt, 2004), 因此该

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汉语音节频率效应发生在音韵

编码阶段。综上所述, 尽管目前尚不能排除音节

频率也有可能对汉语的语音编码阶段产生影响 , 

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支持汉语音节频率效应发生

在音韵编码阶段(见图 1b), 为音节在汉语口语产

生的音韵编码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支持证据。 

根据已有研究发现, 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汉

语口语词汇产生中音节作用机制的模型(图 1b), 

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词汇选择阶段, 目

标词与各音节邻近项形成相互竞争, 与低频音节

相比, 高频音节的邻近项激活程度更高, 产生词

汇水平上的抑制效应。在音韵编码阶段, 讲话者

提取音节进行音韵编码过程, 高频音节的提取快

于低频音节, 产生音节频率促进效应。语音编码

阶段讲话者针对所选定的目标词进行发音运动程

序上的编码, 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到音节和声调

的结合。高频音节对应的发音运动程序由于多次

使用其提取也会快于低频音节, 因而在此阶段也

有可能产生音节频率的促进效应。最终完成发音

输出时表现为音节频率促进效应还是抑制效应 , 

依赖于各个加工阶段所产生的抑制效应和促进效

应的大小, 以及各个加工阶段之间的关系(独立的

还是交互的)。目前有关汉语音节频率效应的研究

相对较少, 未来还需要借助多个实验任务和技术, 

在行为、电生理和脑机制层面深入考察汉语音节

频率效应的特征和认知机制并进行跨语言比较。 

5  跨语言视角下的音节：总结与展望 

音节频率效应广泛存在于人类语言认知加工

中, 研究者通过图片命名、词汇朗读、假词命名

和图词干扰等实验范式, 从跨语言的视角系统探

讨了印欧语系和汉语的言语产生过程中音节频率

效应的认知加工机制。音节频率效应的跨语言差

异主要体现在表现形式和发生阶段两个方面。在

表现形式上, 印欧语系语言中发现了音节频率促

进效应、抑制效应或无任何效应, 而汉语中则是

以音节频率的促进效应为主。音节频率效应的方

向与所操纵的频率指标(类型频率或实例频率)和

任务密切相关。在发生阶段上, 尽管目前无论是

印欧语系还是汉语的研究对于音节频率效应的发

生阶段均存在争议, 但已有理论和研究证据多数

支持印欧语系口语词汇产生中的音节频率效应发

生在语音编码阶段, 而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的音

节频率效应可能发生在音韵编码和语音编码阶

段。音节频率效应的跨语言差异可能与不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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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固有特性有关, 为音节在字母语言和汉语

口语产生过程的不同加工阶段发挥作用提供了新

的视角。根据合适单元假说, 汉语的音韵编码单

元是音节(Cai et al., 2020; Chen et al., 2002, 2016; 

Feng et al., 2019; Zhang & Damian, 2019; 蒋宇宸 

等, 2020; 张清芳, 王雪娇, 2020), 汉语中音节数

量较少, 因此在音韵编码阶段讲话者可以直接提

取音节, 高频音节的提取快于低频音节, 产生音

节频率促进效应, 音节频率和图词干扰范式中的

语音相关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为音节频率效应发生

在音韵编码阶段提供了支持证据(欧阳明昆, 2020; 

杨群, 2017; 杨群, 张清芳, 2015)。根据语音编码

阶段的特点, 高频音节在音韵编码阶段提取较快, 

其发音运动程序的编码和提取也会快于低频音节, 

我们认为音节频率效应也可能发生在语音编码阶

段。基于上述研究现状, 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的

音节频率效应亟需系统深入的研究。 

具体地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深入探索：第一, 

有关类型频率和实例频率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两类测量指标是否在不同词汇产生任务中起了不

同的作用, 其作用可能也存在跨语言的差异。第

二, 音节频率促进效应的认知机制有待进一步探

讨。目前关于音节频率效应的主流观点认为音节

的加工是通过心理音节表起作用的 (Laganaro, 

2019), 混合模型和双通路模型进一步发展了心理

音节表理论, 对于高频音节和低频音节的加工机

制持分离的观点, 但均预测高音节频率词的命名

潜伏期要短于低音节频率词, 因此仅根据以往研

究所得到的音节频率效应无法确定低频音节是存

储在心理音节表中还是在线组装而成。目前除了

Bürki 等人(2015)通过高频音节和低频音节的神经

电生理模式存在分离而支持了双通路模型的观点, 

其余还未有研究能够直接检验混合模型和双通路

模型。由于汉语的语音系统特性不同于印欧语系, 

其音节频率效应的机制与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完全

不同, 需要更为深入系统的探索。第三, 目前有关

汉语音节频率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已有研究关

注的均是汉语单字词(即单音节词)的音节频率效

应, 而忽略了对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的考察, 因

此目前缺乏音节位置影响汉语音节频率效应的证

据; 此外, 考察汉语音节频率效应发生阶段的研

究所采用的实验任务较为单一(均为图词干扰范

式), 未来还需着重关注不同的言语产生任务所涉

及的认知加工过程, 结合更加多元的言语产生实

验范式, 进一步明确汉语音节频率效应的发生阶

段和神经机制, 为探讨音节在汉语言语产生中的

作用以及音节频率效应认知神经机制的跨语言差

异提供更深入的理解。第四, 从音节频率的视角

思考汉语语言习得。由于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

字和近音字, 尤其是对于类型频率较高的音节来

说, 其拥有的大量音节邻近项使得人们在听到单

一音节时通常难以通达一个确定汉字的语义, 除

非依赖语境信息的支持, 因此汉语学习者往往需

要在音节水平上整体记忆汉字的音韵形式, 而非

像学习字母语言的音韵形式那样可以依赖拼读规

则。这启示汉语初学者可以通过书写或过度学习

等策略来帮助区分同音字等易混淆的音节邻近项, 

从而在词汇选择过程中逐步降低易混淆音节邻近

项的干扰程度, 实现高音节频率词在语音构建上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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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s in speech production: 
A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 

PAN Jiabing, ZHANG Qingf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speech production, the 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 refers to the processing advantage of high 

frequency syllables over low frequency syllables. Features and theories of the 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 in 

speech production of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cross-language 

differences of the 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ts main contributors, 

processing stages, and neural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speech production model and proximate units 

principle, as well as considering the inherent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we analyse the potential 

causes for the cross-language differences in 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s and propose a model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syllable processing in Chinese speech production,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different roles of syllables in speech production of Chinese or alphabetic languages. Future studies should 

distinguish the effects of token syllable frequency and type syllable frequency, and focus on Chinese 

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s through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and paradigm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cross-language differences of syllable processing in spoken word production. 

Keywords: speech production, syllable frequency effect, cross-language, mental syllabary, syllabic neighb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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